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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

董海涛 徐晓旭

【提要】 马克思主义对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存在持续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一些进步
历史学者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希腊罗马史。二战后，日本兴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史学热

潮，太田秀通、土井正兴、弓削达等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者就古代阶级斗争、古希腊罗马社会性质及

古代西欧社会形态转化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论。20 世纪 80 年代后，传统马克思主义
史学研究受到冲击，但仍有日本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具体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一种

研究方法，在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中发挥了更广泛作用。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能够持续对日本古

希腊罗马史研究产生影响，既体现了日本学者追求进步的热情和开放视野，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本

身的科学性和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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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 20 世纪日本历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① 同为西方“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和古希
腊罗马史学均于 19 世纪末传入日本。20 世纪 20 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已尝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研究古希腊罗马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日本史学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

史学热潮。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太田秀通、土井正兴等古希腊罗马史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进

行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特色鲜明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界对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情况的了解比较有限。日本学者对该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

的研究也多囿于日本史领域，系统评价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情况的成果并不

多。事实上，中日两国古希腊罗马史学界均对古代社会形态和奴隶制度等问题展开过讨论。回顾日

本学界相关研究，既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状况，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出

发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本文尝试对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情况做

相应的梳理和介绍。

一

19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古希腊罗马史学传入日本。作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政策的一
部分，19 世纪中后期，日本开始建立西式教育体系，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古典学也在这一时期被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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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戸邉秀明「マルクス主義と戦後日本史学」、李成市[ほか]執筆『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第 22 巻 歴史学の現在』、岩波書店、2016
年、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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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① 福泽谕吉、桑原启一等人也在此时开始对古希腊罗马文明最初的探索。② 1887 年，东京大学
聘请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担任欧洲近代史教师。在指导东京大学建立历史学科的同时，
里斯还额外向日本学生讲授了古希腊罗马历史，这成为日本人正式学习古希腊罗马史的开端。③ 作

为兰克的学生，里斯还将兰克学派的实证研究理念引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日后的史学研究。里

斯的学生村川坚固、坂口昂和原随园等人毕业后前往欧洲继续深造古希腊罗马史，他们归国任教后

成为日本第一批专业古希腊罗马史学者。以他们任教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为中心，日本的古希腊

罗马史研究体系在 20 世纪初逐步建立。
马克思主义也在此时传入日本。箕作元八和坪井九马三是最早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历史学

者。④ 十月革命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受到更大关注，河上肇、大山郁夫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只

是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方法论。⑤ 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一些进步历史学

者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日本的社会现状，批判日本史学界对实证和政治史研究的过度专注。

相川春喜认为，唯物史观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角度认识历史，极大补充了旧有历史理论的缺陷；羽

仁五郎、渡部义通等人强调历史研究应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内田银藏、福田德三和三浦周行等

人号召关注阶级斗争，加强对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⑥ 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

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正式出现。⑦ 在此背景下，一些

日本学者开始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其中一些研究涉及古希腊罗马史。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许多学者表现了

很强的现实关怀。面对当时激烈的阶级矛盾和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他们的研究多以鼓励日本社会

主义运动或抨击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为主旨。山口义三在其《阶级斗争史论》（1920 年）中，通过
介绍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和斯巴达克大起义等世界各地、各时期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运动来为日本劳

苦大众发声，以激励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⑧ 山野边辰雄的《社会组织和奴隶制度》（1930 年）
讨论了罗马的奴隶制度。他认为奴隶制、隶农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剥削本质上是一致的，与古

代奴隶起义一样，劳动人民反抗资本家剥削的社会斗争也是合理的。⑨ 第二，此时许多研究不够成

熟。由于传入时间短且不断受当局压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还比较有限，相关学者对马克思

主义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平野义太郎的《法律中的阶级斗争》（1925 年）从罗马法的角度讨论了罗马

7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874 年，作为东京大学前身的东京开成学校引进了几位法国教师教授罗马法。1877 年东京大学成立后，开始聘请包括菲诺萨
（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库珀（Chales James Cooper）、布斯（Ludwing Busse）在内的学者讲授包括古典美术、哲学、文学等课
程。在这一过程中，古典学逐渐为日本人熟知。参见小林雅夫「日本の大学における西洋古典研究」、『西洋史論叢』22 号、2001
年 1 月、2 頁。
福泽谕吉在其 1875 年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简要介绍了古罗马文明；桑原启一于 1893 年出版的《新编希腊历史》属于最早一
批由日本人编写的古希腊史书籍。参见太田秀通「世界史認識と古代像」、野原四郎、松本新八郎、江口朴郎編『近代日本におけ

る歴史学の発達 下』、青木書店、1976 年、65 頁。
小林雅夫「日本の大学における西洋古典研究」、『西洋史論叢』22 号、2001 年 1 月、2 頁。
1904 年，箕作元八在东京大学开设了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后又撰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讨论；1907
年，坪井九马三发表了《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一文，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史学思想。参见土井正興「戦前における奴隸制研

究」、野原四郎、松本新八郎、江口朴郎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歴史学の発達 上』、79 頁。
太田秀通「世界史認識と古代像」、野原四郎、松本新八郎、江口朴郎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歴史学の発達 下』、82 頁。
土井正興「戦前における奴隸制研究」、野原四郎、松本新八郎、江口朴郎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歴史学の発達 上』、81 頁。
张经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2 期。
土井正興「戦前における奴隸制研究」、野原四郎、松本新八郎、江口朴郎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歴史学の発達 上』、82 頁。
土井正興「戦前における奴隸制研究」、野原四郎、松本新八郎、江口朴郎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歴史学の発達 上』、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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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斗争。他承认罗马法是阶级压迫的法律，但同时认为正是以保障所有权为核心的罗马法保障

了作为主人财产的奴隶不会被他人随意杀害。① 虽然平野义太郎指出了罗马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

盾，但他又强调奴隶主在保全奴隶人身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反映了他在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时

的局限性。玉城肇专门研究了罗马的奴隶起义。他认为起义原因在于奴隶主对奴隶无节制的残酷

剥削，但奴隶起义的失败不但没有改善奴隶生活条件反而增强了奴隶主的压迫。玉城肇的观点典型

地体现了当时日本进步势力面对强大反动势力时产生的迟疑和苦恼。②

相较于此时进步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运用，村川坚固、原随园等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主要

代表人物却对马克思主义无动于衷。一方面是由于村川坚固等人过度执着于实证研究，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社会经济史研究没有兴趣；③另一方面是因为村川坚固、原随园等人出身社会上层，面对大

正、昭和时期日本动荡的社会环境，他们本能地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一些人还公开支持天皇制度

和军国主义，希望出现强力政府带领日本走出困境。坂口昂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文化使命》（1925
年）一文中将明治天皇视为亚历山大，将大正时代的日本视为城邦危机时的雅典，指出日本摆脱困境

的唯一出路在于加强天皇权威。二战爆发后，原随园更是在《世界史的断想》（1942 年）中追随日本
政府，公然赞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学者显然不太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二

二战结束后，日本史学研究迎来新生。1946 年，石母田正、松本新八郎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发
表了《中世纪世界的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等研究成果并引起重大反响。马克思主义一跃

成为日本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

讨论是战后最初十年间的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一枝独秀”。⑤ 以村川坚太郎为代表的古希腊罗马史学

者也积极参与此时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热潮。

战后初期日本出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热潮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战后日本进行了多方面的民

主化改革，史学研究有了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日本共产党恢复合法地位并进入议会。在日共领导

下，战后初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第二，摆脱“皇国史观”束缚的日本

人民要求了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日本在其中的位置。文部省对此也有所呼应，在 1949 年的公文
中强调历史教学应关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进步性。⑥ 在相关政策支持下，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成为

战后初期日本史学研究的重要目标。第三，战后日本史学研究包含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封建制、天

皇制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为学者批判旧制度和剖析旧社会的有力武器。⑦ 第四，战后许多日本历史

学者对此前的实证研究感到失望。⑧ 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新的认识历史的理论方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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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传统历史研究外的科学模式，使人类历史进程与科学规律的结合成为可能。① 这些内容大大

激发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的热情。因此，战后初期的日本历史研究有以下特征：关

注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关注各时期社会内部结构分析；关注阶级和民族；相关研究有推动社会变

革和人民解放的强烈目的性。② 虽然在 1956 年的“昭和史争论”后，③这股马克思主义史学热潮逐渐
趋缓，但唯物史观已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至今对日本史学研究仍有

重要影响。④

这股史学热潮也影响了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界。村川坚太郎是战后最早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古

希腊罗马史学者。与其父村川坚固不同，村川坚太郎在研究中积极运用唯物史观，率先将研究视角

扩展到奴隶制和古代社会经济等领域。在《奴隶制的古典形态》（1947 年）一文中，村川坚太郎对古
希腊罗马奴隶制的起源、奴隶来源、用途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讨论了不同时期罗马奴隶制的发展情

况。此文的发表填补了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对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研究的空白，被视为战后日本古希腊

罗马奴隶制研究的起点。⑤ 同年，饭田贯一将马克思的遗著译成日语，成为日本史学界跨时代意义的

大事。⑥ 日本历史学界当即展开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式、古典古代式、日耳曼式三种生产方式问题

的讨论。在《马克思遗稿中的“古典古代”》（1948 年）一文，村川坚太郎对三种生产方式进行了比
较，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古典古代”与其他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异，为学界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罗马大土地所有制》（1949 年）详细介绍了不同时期罗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其背后社会结构，着
重讨论了罗马奴隶制大地产的发展情况和经营模式。在《乔治·汤姆森先生的业绩》（1951 年）一文
中，村川坚太郎详细介绍了英国学者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古希腊社
会经济的研究。村川坚太郎强调，运用唯物史观有助于让此前闭塞的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界扩展视

野，进而号召学界应增强对唯物史观的重视。⑦

需要注意的是，在运用唯物史观的同时，村川坚太郎依旧坚持实证优先的原则。在他看来，马克

思主义不是研究的指导思想，而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古希腊罗马、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

的奴隶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后，村川坚太郎认为马克思对奴隶制社会的描述只适用于古希腊罗马，并

不完全符合其他文明的奴隶制社会。村川坚太郎也反对奴隶制社会末期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是推动

社会形态更替的观点，“就算各个文明都会经历奴隶制社会阶段，以现在的研究水平也无法证明诸文

明在各自的奴隶制社会阶段末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奴隶运动”。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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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原庆二：《20 世纪日本历史学》，第 73 页。
戸邉秀明「マルクス主義と戦後日本史学」、李成市[ほか]執筆『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第 22 巻 歴史学の現在』、140 頁。
针对 1955 年远山茂树出版的《昭和史》，1956 年龟井胜一郎发表了《对现代历史学家的疑问》进行质疑，认为远山等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的研究过于僵化，无法体现昭和时代的特征。龟井的文章发表后，又出现了一批质疑日本马克思主义

史学研究方法的文章，形成了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浪潮。事实上，“昭和史争论”的出现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有关联，这些共

同导致了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热潮的趋缓。参见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 第 9 巻 歴史学叙説；20 世紀日本の歴

史学』、50—58 頁。
戸邉秀明「マルクス主義と戦後日本史学」、李成市[ほか]執筆『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第 22 巻 歴史学の現在』、135 頁。
太田秀通「村川堅太郎著『村川堅太郎古代史論集一、二、三巻』」、『法制史研究』37 号、1988 年 3 月、279 頁。
土井正興「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奴隸制研究の展開と奴隸制研究の当面する諸課題」、『人文科学年報』4 号、1974 年 3 月、55 頁。
村川堅太郎「ジョージ·トムソン教授の業績」、『思想』323 号、1951 年 5 月、79 頁。
村川堅太郎「奴隷制社会」、弘文堂編集部編『社会科学講座 第 4 巻』、弘文堂、1951 年、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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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战后日本第一批青年学者陆续进入学界。这些学者大部分经历了
战争的苦难，有较强的历史反思意识。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热潮的影响，以太田秀通、土井正兴为代表

的几位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热情也未因这一热潮的趋缓

而停止，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基本贯穿了其整个学术生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学者在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下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推动了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太田秀通是这些学者中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同其老师村川坚太郎不同，太田秀通

积极主张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合。1950 年，太田秀通指出，古希腊罗马历史基本可以说是奴隶制产
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在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古希腊罗马历

史的实证分析，从无数错综复杂的偶然性中找出这一历史进程的合规律性和必然性。① 此后，太田秀

通又直接说明：“（马克思的）发展阶段理论和三种所有制形式理论是探索未知领域唯一有效的科学

理论方法。”②

三种生产方式理论揭示了古代社会发展的三种路径。当时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各文明在原始社

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阶段的生产方式特征应和奴隶制社会阶段相一致。③ 但是，在当时被普遍视为

是古希腊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型阶段的迈锡尼社会，却表现出了与后世城邦社会不同的东方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特征。为解释这一问题，太田秀通前往希腊考察并学习线形文字 B。通过对线
形文字 B文本的释读，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太田秀通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迈锡尼社会情况的研究成
果。《迈锡尼社会崩坏期研究：古典古代论序说》（1968 年）是这一系列研究的总结之作。太田秀通
认为，迈锡尼社会出现了奴隶制、社会分工、官僚体系和税收制度，因此，迈锡尼社会已进入阶级社会

早期而不是恩格斯认为的原始社会后期。④ 从生产方式来看，迈锡尼社会可以说处在亚细亚生产方

式的初级阶段。

为合理解释迈锡尼社会同城邦社会的关系，太田秀通摒弃了传统的三阶段式阶级社会理论，回

归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及的亚细亚式、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四阶段理论。他

提出，各文明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换的过程中会先朝着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专制社会方向发

展，迈锡尼时期就是古希腊历史中的这一阶段；之后各文明根据不同情况，有的继续朝专制社会方向

发展；有的如古希腊文明，因其在迈锡尼时期还存在与东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土地私有化现象，故而缺

乏向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专制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多利亚人的入侵摧毁了迈锡尼旧制度，铁器的

引入又提高了生产力，推动了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内外因素共同导致迈锡尼文明覆灭

后，古希腊转向了古典古代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城邦民主社会。至于迈锡尼社会在古希腊历史中的

位置，太田做了如是划分：即原始社会———旧社会转型期———迈锡尼社会———新社会转型期———城

邦社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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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削达专注对古罗马社会的研究，他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奴隶制度和古罗马社会性质

领域。当时学界的两场讨论引起了他的兴趣。其一，“古代社会奴隶不多，封建社会奴隶不少”的问

题一度引起中国古代史学界关注，①20 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史学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面对奴隶制
社会之外存在奴隶的情况，弓削达尝试从社会整体结构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他指出，存在奴隶劳

动虽然可以证明存在奴隶制经济，但不能就此证明当时是奴隶制社会。② 弓削达在《对奴隶制度的

一种思考方法》（1957 年）一文中根据不同社会形态下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差异，将奴隶制分为“作
为劳动制度的奴隶制”和“作为社会结构的奴隶制”两部分。所谓“作为劳动制度的奴隶制”，是把奴

隶视为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以剥削奴隶剩余价值的制度。直到美国黑奴制瓦解时，作为劳动制度的

奴隶制才在历史上终结。“作为社会结构的奴隶制”是将奴隶视为古代奴隶制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视之为奴隶制社会的基础。作为社会结构的奴隶制才是古代奴隶制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

本特征，两者密切关联，一同瓦解。③ 其二，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界兴起了一场
关于罗马共和制向帝制转化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的主导是恩庇关系理论。④ 但是，该理论多关注

社会上层私人关系，较少关注奴隶和平民在转化过程中的作用。面对这种情况，受马克思和马克

斯·韦伯的启发，⑤弓削达在《罗马世界帝国的统治结构》（1961 年）一书中提出了“罗马公民共同
体”概念，从各阶层互动和社会整体发展变化的视角出发，讨论了罗马国家体制转化与后期罗马帝国

的社会性质问题。

弓削达认为，共和初期的罗马由公民集体进行统治，是典型的“古典古代”共同体。随着征服战

争的胜利，罗马获取的奴隶数量激增。同时，罗马也并未把被征服者全部掳掠为奴，而是将其中大部

分变成了罗马的臣民。此时的罗马公民集体在阶级上统治奴隶，在国家上统治被征服臣民，已超越

了“古典古代”共同体概念，形成了双重性质的“统治共同体”。罗马的发展既加剧了奴隶主同奴隶

的对立，又导致公民集体的分化，疆域扩大和公民人数激增也使集体决策的城邦政治不再适合罗马。

最终在奴隶起义的冲击下，罗马爆发内战。

帝国建立后，罗马公民集体失去了对罗马的统治权。新的元首统治模式并没有解决公民集体内

部的分化问题，下层平民逐渐沦落为和被征服者一样的地位。《卡拉卡拉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的颁布彻底消除了平民和被征服者的区别，罗马公民集体随之瓦解。同时，随着奴隶来
源逐渐枯竭，为确保税收，帝国政府开始降低下层平民地位，强迫平民固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

《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表明，在法律和社会地位层面，下层平民和奴隶已无区别。从
社会结构上看，罗马已不再是奴隶制国家，而是类似韦伯提出的以国家财政为中心的赋役制国家

（leiturgie）了。
和弓削达主要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不同，作为日共党员的土井正兴对古罗马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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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绍祥：《70 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古代文明》2020 年第 4 期。
土井正興「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奴隸制研究の展開と奴隸制研究の当面する諸課題」、『人文科学年報』4 号、1974 年 3 月、71 頁。
弓削達「奴隷制度にかんする一つの考え方」、『一橋論叢』58 巻 2 号、1957 年 8 月、187 頁。
恩庇关系是指罗马共和国时期恩主和门客结成的私人关系。1956 年井上智勇率先运用恩庇关系理论讨论了罗马共和国向帝国
的转换问题。此后，浅香正、吉村忠典、长谷川博隆等更多日本学者开始从恩庇关系的视角出发研究罗马政治。同时，日本学者

尝试扩大恩庇关系理论的适用范围，他们认为政客和平民、罗马当权者和行省权贵、军队将领和行省辅助军团士兵结成的私人

关系属于恩庇关系。

史学会編『日本歴史学界の回顧と展望 二〇 ヨーロッパ古代 一九四九 ～一九八五』、山川出版社、1988 年、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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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主要基于阶级斗争视角。1957 年起，他发表了数篇关于“巴高达运动”的文章以反驳村川坚太
郎的古代末期不存在大规模奴隶起义的观点。此后，土井正兴将研究重点转向斯巴达克大起义，探

讨了包括斯巴达克大起义的精神意义、斯巴达克起义军行军线路、斯巴达克大起义对罗马社会性质

转化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斯巴达克叛乱论序说》（1969 年）一书是其阶段性研究的总结。他认为
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奴隶制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斯巴达克

大起义就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虽然起义失败了，但还是导致了罗马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化，推动了

罗马授产制、隶农制的发展。

土井正兴把奴隶的阶级斗争作为古史研究中的最重要因素，忽视了古代社会其他方面内容。这

使太田秀通等学者无法完全认可他的研究。他们开始反驳其观点并阐述自己的认识，从而导致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界出现了一场关于奴隶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受弓
削达“罗马公民共同体”理论影响的太田秀通率先向土井正兴发难。① 他指出，土井正兴将视角局限

于奴隶斗争而忽视了当时社会整体情况。“奴隶问题不是一个单一问题，而是古代社会发展总体问

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②他认为奴隶起义并不会直接改变罗马政治，罗马国制转化的主要原因“并

不是奴隶的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罗马国家基础的公民集体的解体”。③ 弓削达也认为土井正兴“有将

奴隶起义独立于古代社会之外来研究其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倾向”。④ 虽然阶级斗争研究很重要，但

是仅凭这一点无法解释历史的全部内容。因此，弓削达主张，“对奴隶制产生和发展以及其中阶级矛

盾的研究，应回归到当时社会发展整体大背景下进行”⑤。

桑原洋批判了土井正兴和太田秀通双方。他指出，土井正兴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奴隶革命论影

响。奴隶的阶级斗争并不只有起义一种方式，土井正兴只关注起义却忽视了奴隶阶级斗争中长期普

遍存在的怠工、逃亡等内容。太田秀通将古代人民斗争视作公民斗争，无视了奴隶和无产者在社会

变革中的作用。桑原洋认为，“人民”作为一个超越历史的概念，涵盖了奴隶、隶农、无产者等诸多势

力。“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是人民”，⑥是社会下层的共同斗争导致了罗马国家体制转变。

熊野聪反对桑原洋。他认为桑原洋受到现代劳动者统一战线理论影响，强调在罗马国制和社会

变革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罗马平民阶层。⑦ 他指出，在现代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下，土井正兴为斯巴

达克大起义赋予了过高的精神意义，参与斯巴达克大起义的奴隶并不想要推翻罗马奴隶制度；同时

斯巴达克大起义不只是奴隶的阶级斗争，也是异族人民为摆脱罗马奴役，回归家乡生活的斗争。斯

巴达克逃出意大利，带领奴隶义军回归各自家乡的目标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佐证。⑧

面对太田秀通等人的质疑，土井正兴依旧强调奴隶起义的必然性和奴隶阶级斗争对推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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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重要作用。① 总之，此时他仍将阶级斗争视为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土井正兴的观

点略显极端，但全面认识古代社会也不能只停留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参与层面而完全忽视阶级斗争。

因此，前泽伸行在 1983 年回顾这场讨论时指出，不能说两方视角孰对孰错，而是应当“在今后对奴隶
制问题的研究中将阶级斗争和社会结构的视角进行结合”。②

除此之外，马场典明、清永昭次、桑原洋等学者也参与了此时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马场典明

专注奴隶制社会经济研究。他指出，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推动了罗马奴隶制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

出于对起义的忌惮，西西里岛上的大地主开始将土地分割租赁给骑士阶层进行经营，这种租赁经营

方式可以说是奴隶制大生产向隶农制转化的中间环节。③ 在手工业领域，行省经济发展导致了意大

利奴隶手工工场的衰落，奴隶主为节约成本、调动奴隶劳动积极性而选择释放大量奴隶。农业和手

工业领域的这些变化共同推动了罗马帝国初期奴隶的大量解放。

清永昭次和桑原洋还讨论了希洛人的身份问题。清永昭次指出，希洛人制不是农奴制而是保存

大量原始社会残余的奴隶制度。斯巴达人在征服美塞尼亚时自身还处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中，对私

有和奴隶的概念尚不明确，故而才会通过这种原始方式奴役希洛人。④ 桑原洋将希洛人视为一种授

产奴隶。他认为，在欧洲授产奴隶制先于古典奴隶制产生并一直与之共存。在古代，与斯巴达类似

的、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域也存在这种授产奴隶制。⑤

四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历史学界开始关注历史上的“帝国主义”
问题。⑥ 在古希腊罗马史领域，土井正兴、弓削达等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讨论罗马扩张及罗马同诸

被征服地域之间的关系。同时，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土井正兴等人开始修正此前观点并对之

前研究进行总结。

土井正兴此时尝试从“古代罗马帝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评价罗马奴隶起义。他将关注点集中在

罗马的第一个行省西西里。土井正兴指出，正如马克思在《西西里和西西里人》中所说，“在（西西里

的）起义中往往是当地人和被运到该岛的奴隶共同斗争”。⑦ 控制西西里后，作为外来侵略者的罗马

人不但残酷对待奴隶，还压迫当地居民，强行兼并西西里土地并将大量本地居民卖为奴隶，剩下的贫

苦小农也生活在破产边缘。这就迫使大量本地小农参与西西里奴隶起义。因此，西西里奴隶起义实

际上也是当地居民和外地奴隶联合反对罗马霸权和压迫的斗争。同时，受熊野聪等人的影响，土井

正兴对斯巴达克大起义的认识也发生变化。他的观点是，斯巴达克大起义从内部对罗马国家产生了

巨大冲击，遏制了罗马对外侵略扩张的势头；同时斯巴达克大起义以逃离罗马、回归故乡为目标，本

身就是对罗马征服扩张、不断奴役其他民族的反抗。因此，斯巴达克大起义也是广大被征服民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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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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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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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井正興「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奴隸制研究の展開と奴隸制研究の当面する諸課題」、『人文科学年報』4 号、1974 年 3 月、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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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永昭次「スパルタのヘイロータイ」、『歴史学研究』315 号、1966 年 8 月、8—11 頁。
桑原洋「西洋古代奴隷制をめぐる理論的諸問題」、『歴史学研究』351 号、1969 年 8 月、12—14 頁。
土井正興「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奴隸制研究の展開と奴隸制研究の当面する諸課題」、『人文科学年報』4 号、1974 年 3 月、92 頁。
马克思：《西西里和西西里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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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古代罗马帝国主义”的斗争。①

弓削达也从罗马征服扩张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古代奴隶制问题。由于奴隶从未占过罗马人口多

数，因而就罗马帝国是否属于奴隶制社会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20 世纪 70 年代，弓削达利
用“中心”和“边缘”理论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在《地中海世界和罗马帝国》（1977 年）一书中，弓
削达提出，古代地中海世界是由以意大利、希腊、埃及为多元核心，以及围绕这些核心的色雷斯、高

卢、日耳曼等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共同组成的文明集合体。这个文明集合体的核心是典型的奴隶

制社会，而高卢、日耳曼等边缘地区只向这些核心地区输送奴隶，自身奴隶制并不发达。可以说，

地中海世界只是一个“可能的奴隶制社会”。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将地中海诸文明统合到

罗马帝国。虽然各行省和日耳曼等外围地域逐渐罗马化并有朝奴隶制社会发展的倾向，但罗马帝

国中这种奴隶流向的“中心”和“边缘”关系并没有变化。因此，罗马帝国依旧只是一个“可能的奴

隶制社会”。②

熊野聪的《历史中的变革和阶级斗争———近代以前》（1978 年）也对罗马同其他民族的互动关系
和罗马社会形态转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强调，西欧社会形态的转变是罗马和周边民族长期互动的

结果，如果仅关注日耳曼入侵后罗马和日耳曼两种因素的结合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理论。③ 他指出，

与各行省及日耳曼、东方等周边地域长期多维度的互动推动了罗马奴隶制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

化，最终导致隶农制的出现与罗马公民集体的瓦解。在长期交往中，日耳曼地区的文明程度不断提

升，曾经部落林立的日耳曼地区发展为几个实力强大的王国，使其有能力入侵业已衰弱的罗马。作

为行省的被征服地区，在被征服前承担了和日耳曼地区一样为罗马提供奴隶、推动罗马奴隶制社会

发展的历史使命，在被征服后逐渐罗马化，进而被裹挟进西欧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大势。可以说，日

耳曼人的入侵及西欧社会形态的更替并非偶然，而是在此前西欧各文明紧密互动基础上注定发生的

必然事件。

此外，熊野聪也讨论了古罗马的阶级斗争问题。其观点受到太田秀通和土井正兴的双重影响。

他既强调平民斗争在古代社会形态转换中的主要作用，又关注奴隶斗争。熊野聪认为，古罗马平民

和贵族的阶级斗争主要围绕土地和国家政权展开。第一阶段，平民斗争取得胜利，确保了共同体的

稳定，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第二阶段，虽然随着大地产制的发展，平民在斗争中落于下风，但平民失去

土地本身符合奴隶制社会兵农合一的生产方式向封建社会兵农分离的转换进程。随着土地所有形

式和罗马阶级关系的变化，第三阶段的斗争变成了广大平民等同国家统治阶级的斗争，这一阶段的

斗争对社会形态的转换带来了重大影响。④ 在奴隶与奴隶主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熊野聪认为作为私

人财产，奴隶既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也无法集成一股政治势力。不过，奴隶数量的多寡直接体现了

拥有者的实力，因而可以说，奴隶在平民和贵族的斗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⑤ 同时，奴隶的不

断反抗在客观上推动了隶农制的发展，而且面对既奴役人本身又奴役人精神的奴隶制度，奴隶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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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

过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和奴隶主完全一样的“人”而非“会说话的动物”，证明了这种人奴役人的

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

五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新史学潮流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日本古希
腊罗马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唯物史观开始与新史学潮流结合，相关研究逐渐具体化和多样

化。马克思主义逐渐从研究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在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中持

续发挥影响力。

这一时期，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更加组织化。1981 年，在弓削达和土井正
兴的努力下，古代解放运动史研究学会成立，会刊为《解放》。该学会旨在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下层

人民反抗压迫和追求解放的历程。学会的成立让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日本西洋古代史研究有了自己

研究和交流的阵地，吸纳了太田秀通、前泽伸行、本村凌二、后藤笃子、松本宣郎、米山宏史等诸多学

者。同时，马克思主义逐渐从研究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一种研究方法。日本的左翼运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逐渐消弭，日本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趋于“理性”，历史学者不再执着为历史找到一

种一以贯之的科学解释，整体化、概括化的研究逐渐被多元化的具体问题研究取代。但是，唯物史观

与微观研究并不冲突，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与时俱进，开始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专

注研究某一特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 30 年前“昭和史争论”中批评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
倡关注“人”却忽视个人的质疑。

土井正兴依旧坚持对罗马奴隶起义的研究。这一时期，他讨论了罗马人对斯巴达克大起义认识

的变化过程、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军的组织结构及斯巴达克大起义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随着

研究的深入和视角的拓宽，他认可了太田秀通等人的观点，承认奴隶起义只是奴隶阶级斗争诸多表

现形式的一种，罗马国家体制转换和社会形态变化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奴隶起义并非决定了这

一过程而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① 土井正兴也开始关注奴隶制社会理论问题。和弓削达不同，他认

为罗马帝国并非“可能的奴隶制社会”而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罗马扩张的过程也是不断将周边地

域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纳入罗马奴隶制社会的过程。条顿堡森林战役终结了帝国的对外扩张和奴

隶掠夺，罗马开始从掠夺外围转向对内剥削，其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也自此开始了巨大转变。② 受新

史学影响，土井正兴还对奴隶起义中的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③ 他探讨了女性在大起义中的参与情

况，进而讨论了罗马社会中女奴的分类、数量和受压迫情况，从此前鲜少关注的女奴视角出发还原了

罗马共和国后期社会情况的一个方面。

此外，米山宏史、坂口明等青年学者的加入为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虽然他

们成长在日本经济腾飞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相对有限，但其视野更为开阔并乐于接受唯物史观

等理念，善于将各种理论方法进行结合。他们的活动使唯物史观得以持续在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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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影响。

米山宏史从阶级斗争和人民斗争史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布狄卡起义。他认为布狄卡起义带有宗

教反抗、民族反抗及阶级反抗性质，是由当地贵族领导的、当地诸部族贵族和祭司和普通人民广泛参

与的反抗罗马侵略与压迫的战争。① 同时，起义军选择彻底夷平罗马人的殖民城市而不是占为己用，

表明这场战争还是当地人民反对罗马式变革、要求回归旧日生活的战争。

神宫典夫探究了后期罗马帝国的大地产制度和隶农逃亡问题。通过对隶农逃亡的研究，神宫典

夫展示了隶农制下罗马帝国广泛的社会图景。他仔细梳理了隶农逃亡的原因及隶农在逃亡地的身

份变化，由此指出反复逃亡对隶农来说是一种改善生活和提升身份的方式。以隶农逃亡为出发点，

神宫典夫将观察视角转向帝国中央政府、地方大地主、广大隶农三者间的互动。他指出，隶农制实际

上非常复杂，不只是地主和隶农之间的博弈，收容逃亡隶农的地主群体内部也在相互竞争，帝国政府

在维护地主利益的同时也在对其势力进行限制。隶农制内部的这些矛盾就注定了隶农制只能是奴

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而不足以单独构成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②

坂口明也讨论了罗马的奴隶制度。他先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解释了马克思对罗马奴隶制

起源的表述，之后介绍了帝国时期罗马的奴隶来源及奴隶使用情况，最后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讨论

了罗马各阶层对奴隶制的认知。和弓削达观点不同，坂口明认为虽然帝国后期下层民众身份逐渐混

同，各种身份就像“光谱”一样难以区分，但仅凭奴隶“不是人，而是牲畜”这一点就可以将奴隶和其

他下层民众身份区分开，奴隶是一直排除在罗马“人类”社会外的悲惨存在。奴隶制是不自然和反人

性的，出于人性本能，罗马各阶层均有大量反对残酷对待奴隶的声音，这成为帝国时期罗马奴隶解放

和社会形态转化的重要原因。③

结 语

20 世纪初，一些进步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希腊罗马史。二战后，日本社会环境发生
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了太田秀通、土井正兴、弓削达等一代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者，他们

就古典奴隶制度、阶级斗争、古希腊罗马社会性质、古代西欧社会形态更替等问题展开了长达三十余

年的研究，并提出了“罗马公民共同体”“可能的奴隶制社会”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论。随着日本

社会经济发展和新史学的传入，20 世纪 80 年代关注宏观理论问题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冲击，
土井正兴、米山宏史等学者与时俱进，开始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隶农逃亡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相

关研究逐渐多样化。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日本古希腊罗马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起步较晚，但日本学者善于提出新问题，善于

将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不断尝试提出新理论。他们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注

重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相辅相成，并为这些理论找到了诸多史料依据。新史学兴起后，日本学者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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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山宏史 「ローマ帝政期におけるボウディッカの蜂起について———蜂起の性格解明をめざして」、『専修史学』17 号、1985 年
11 月、70—73 頁。
神宮典夫 「逃亡コローヌスをめぐる諸問題———ローマ帝政後期西部の場合について」、『西南学院大学法学論集』24 号、1992
年 3 月、8—18 頁。
坂口明「支配の果実と代償———ローマ奴隷制社会論」、樺山紘一 [ほか]編『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4』、岩波書店、1998 年、311—
316 頁。



马克思主义与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

有陷入微观研究的窠臼，而是尝试从宏观视角审视具体问题，以具体问题研究为切入点透视当时社

会的整体情况，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构建了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推动了日本古希腊罗马史

学的发展。

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太田秀通和

土井正兴是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但前者的研究却略显僵化。在对迈锡尼社会的研究中，太田秀

通过度关注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总想尝试找到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通行模

式，而在古代社会发展问题上，他又存在轻视奴隶阶级斗争的倾向。土井正兴在其前期研究中过度

关注奴隶的阶级斗争，以致于当时的其他一些学者认为他的研究是斯大林“奴隶革命论”的翻版。①

同时，村川坚太郎、弓削达、马场典明等人只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将马克思对历史的表

述当作一种新观点和新提法，相关研究基本没有突破“生产方式”“共同体”“社会形态”这些具体概

念，从而无法深入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本质。

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的来看，太田秀通、弓削达等学者还是比较好地将冷战期间东、

西方阵营的研究成果贯通于自己的研究，比较顺利地将阶级斗争、历史发展规律等理论融入日本的

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土井正兴等日本学者坚持在研究中长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本身是难能可贵的。同样，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能够持续对日本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产生影响，也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和在具体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作者董海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徐晓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100872）
（责任编辑：崔 瑾）
（责任校对：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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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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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Thinking is the Sou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 / Zhang Yanguo

The study of history is not only a cultural activity of humanity and a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cultural practice for the whole world and all mankind. By essence，the science of history is a
theoretical discipline，which always requires theoretical thinking. Theoretical thinking is the sou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nly with theoretical thinking can we bestow the wings of wisdom onto historical
research，allowing the latter to more fully embody its social function and exert its cultural influence.
Theoretical thinking is a unique form and method of thinking developed by human beings at a certain stage
in history. It is a significant support for humans to promot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e the
achievements of civilization. It i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Marxism to observe humanity，to study
history，and to illuminate the future. Theoretical thinking is not only the spiritual backbone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but also the driving force
and vital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and innovative basis for the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Each era has
its main theme and subject matter，and historians are required to pick up the historical pen，innovate
historical knowledge，display their talents，accumulate national sentiments，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main
body，and embody the penetrating power of thought in historical research. Only with strong theoretical
thinking can historical researchers express a loud and clear voice of thoughts，exert strong theoretical
insights，write a new chapte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and promote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Marxism and the Study of Greco-Roman History in Japan / / Dong Haitao，Xu Xiaoxu

Marxism has had a lasting impact on studies of Greco-Roman history in Japan. In the 1920s，some
progressive Japanese historians began to apply Marxism to the study of Greco-Roman history. After World
War II，a trend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emerged in Japan. Japanese Scholars of Greco-Roman history，such
as Hidemichi Ohta，Masaoki Doi，and Tōru Yuge，hav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theories on issues
such as ancient class struggle，the nature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society，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forms in ancient Western Europe. After the 1980s，traditional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tudies faced
challenges，but Japanese scholars began to study specific issu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such，Marxism was transformed into a research method in the study of Greco-Roman
history in Japan. Over the past century，the enduring influence of Marxism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in Japan reflects the progressive enthusiasm and open-mindedness of Japanese scholars.
This developmen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significant guiding value of Marxism itself.

Non-Representationalist Theories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Reshaping of Contemporary Views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West / / Su Meng

Views of historiography are the foundation of all historiographical theories. Broadly speaking，Western
theories of historiography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re based on the two-tiered
representationalist view of historiography through which the discipline was deemed as a representational act
between historians and the past. As such，historiography was split into two parts：establishing fac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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